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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前预嘱是维护个人临终医疗决策权,实现善终的重要途径。 深圳医疗条例首次将生前预嘱纳入法律规范的举

措能够改善生前预嘱订立少、执行难的现状,且具有保护患者自主权、缓解家属压力、整合医疗机构资源和树立社会理性死亡

观等现实意义。 同时,生前预嘱法律规则的广泛实践仍需要通过澄清宣导相关观念、开展生前预嘱咨询指导等方式提高公众

认知,并从生前预嘱形式要件、格式文本、变更撤销、存放方式、医学判断程序等角度制定严谨的、可操作性强的生前预嘱相关

配套规范,从而完善生前预嘱制度。 从生前预嘱制度出发,补充医疗代理人制度形成完整的预先指示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

逐步建立安宁疗护法律体系,是安宁疗护立法努力营造个人、家庭、医疗机构、国家等主体多赢局面,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具

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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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ing
 

will
 

serves
 

as
 

an
 

important
 

way
 

to
 

guard
 

an
 

individual′ s
 

right
 

to
 

make
 

end-of-life
 

medical
 

decisions
 

and
 

die
 

a
 

natural
 

death.
 

Shenzhen
 

took
 

the
 

initiatives
 

by
 

including
 

living
 

will
 

in
 

its
 

medical
 

regulations
 

as
 

legal
 

norms,
 

which
 

can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signature
 

rate
 

and
 

difficult
 

execution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tecting
 

the
 

patient′s
 

autonomy,
 

alleviating
 

family
 

burden,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medic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a
 

rational
 

concept
 

of
 

death
 

in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extensive
 

practice
 

of
 

the
 

legislation
 

pertinent
 

to
 

living
 

warrants
 

enhanced
 

public
 

awareness
 

with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publicity,
 

and
 

consultation
 

and
 

guidance
 

on
 

living
 

will,
 

and
 

improved
 

policy
 

of
 

living
 

will
 

by
 

establishing
 

the
 

rigorous
 

and
 

operable
 

supporting
 

norms
 

in
 

the
 

respects
 

of
 

the
 

formal
 

requirements,
 

formatted
 

texts,
 

revision
 

and
 

revocation,
 

storage
 

method,
 

procedures
 

for
 

medical
 

judgment,
 

etc.
 

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living
 

will,
 

a
 

complete
 

legal
 

system
 

for
 

advance
 

directives
 

may
 

be
 

formed
 

with
 

supplementary
 

medical
 

agency
 

system.
 

Taking
 

this
 

as
 

a
 

breakthrough,
 

a
 

legal
 

system
 

of
 

hospice
 

care
 

is
 

expected
 

to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featuring
 

a
 

win-win
 

situation
 

of
 

all
 

parties
 

including
 

the
 

individuals,
 

familie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and
 

serving
 

as
 

a
 

specific
 

pathway
 

of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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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3 日,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医

疗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医疗条例》)经深圳市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并将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其中的第七十八条规

定:当患者或家属向医疗机构出示符合一定形式要

件,做出选择或拒绝创伤性抢救措施、生命支持系统

或原发疾病延续性治疗意思表示的生前预嘱,医疗

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

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的生前预嘱。 这是我国首次

将生前预嘱纳入法律规范,对我国生前预嘱和安宁

疗护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随着生前预

嘱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安宁疗护立法进程的不断

推进,医疗科学与技术进步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将

被逐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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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前预嘱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医学的快速发展为人类健康带来福祉的同时也

改变了人类死亡的进程。 然而,医学能延长痛苦的

临终阶段,却不能改变死亡的必然结局。 因此在不

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关注生命的质量而非长

度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安宁疗护应运而生。 安宁

疗护以提升患者生命质量为宗旨,通过对疼痛和其

他身体、心理或精神问题的早期识别、正确评估和治

疗,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同时处理患

者及家属在心理、社会和心灵上的问题[1] 。 其中依

据患者的期待帮助其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是安宁疗

护的题中之意。 遗憾的是,死亡来临之际很多人已

不具备表达意愿的能力,只能将临终的医疗决策权

交由他人代为行使。
生前预嘱的出现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生

前预嘱是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健康或意识清楚

时预先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

时要不要接受某种医疗护理的指示[2] 。 通过生前

预嘱的签订,患者有机会在丧失表达能力时依据个

人意愿接受相应的医疗护理。
1. 1　 生前预嘱的实践困境

　 　 早在 2006 年由陈小鲁、罗峪平建立的“选择

与尊严”公益网站就开始推广生前预嘱,并结合我

国国情于 2009 年发布生前预嘱模板———《我的五

个愿望》 [3] 。 然而真正签署生前预嘱的份数十分

有限。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避讳死亡

的社会环境下很少有人提前思考有关死亡的话

题,更谈不上提前对死亡做出妥善安排;其二,因
概念混淆将顺应生命规律的“尊严死”误以为是提

前结束生命的“安乐死” ,拒绝签署生前预嘱[4] ;其
三,对医学知识的欠缺导致认同“尊严死” 理念的

人不理解生前预嘱所涉专业术语,不敢轻易签署

生前预嘱。
此外,已经订立的生前预嘱也难以得到执行。

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阶段,医疗措施

的实施离不开两个重要主体的参与,即医务人员和

患者家属。 一方面,患者家属可能并不认同患者生

前预嘱的内容,拒绝向医务人员出示生前预嘱或拒

绝医务人员按照生前预嘱的内容提供医疗服务。 另

一方面,医务人员普遍以延长生命为职业目标,即便

得知患者曾订立生前预嘱,也因顾虑需为患者死亡

结局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愿遵照生前预嘱为患者提供

医护服务。

1. 2　 生前预嘱法律规范的现实意义

　 　 生前预嘱从订立到执行的重重困难严重阻碍了

患者获得善终的可能。 而此次新修订的《深圳医疗

条例》首次在法律规范中承认生前预嘱的作用,为
患者通过生前预嘱行使与实现临终医疗决策权提供

了法律依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患者生命最后阶段

医务人员、患者、患者家属间的医疗决策困境。
首先,患者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避免无效医疗,有

尊严地离世。 由于生前预嘱内容上可能与尽全力延

长生命长度的理念有出入,后果上可能将患者的死

亡与拒绝部分医疗措施相关联,尽管临床实践中不

乏已订立生前预嘱的患者,但真正发挥作用的生前

预嘱仍十分有限。 而生前预嘱法律规范的出现既昭

示出法律对社会死亡观念由量到质逐渐过渡的认

可,也明确了患者临终医疗决策的法律效果,打消了

医务人员、患者家属对执行生前预嘱的顾虑。
其次,家属可以摆脱道德绑架,减少经济负担。

患者临终接受的无意义治疗不仅令患者本人承受巨

大的痛苦,同样给家属带来较大经济负担。 然而对

于生活在注重他人评价社会中的患者家属,即使认

同患者的死亡理念,也会迫于世俗观念的道德绑架

违背患者本人对死亡的安排[5] 。 依法实现患者生

前预嘱能够减轻患者家属在放弃无效医疗时的负罪

感,帮助患者获得善终的同时,也减轻了家属日后生

活中的心理与经济负担。
最后,医疗机构可以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医患纠

纷发生。 个人使用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临终阶

段,但其中有很多医疗措施不发挥或仅发挥很小的

作用,即无效医疗。 无效医疗为患者和家属带来了

沉重的负担,却无法起到恢复患者健康状态的作用,
不仅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是激化医患纠纷的主要

因素。 生前预嘱法律规范提高了患者实现善终的可

能,也避免了部分无效医疗的发生,有效节约医疗资

源的无意义消耗。 与此同时,由于临终医疗决策充

分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且合乎生前预嘱法律规定,
能够有效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综上,生前预嘱法律规范的出现对患者善终的

获得、家属压力的缓解、医疗机构资源整合和社会理

性死亡观的树立等,都起到积极作用。

2　 生前预嘱法律规范的实施问题

　 　 面对我国当前老龄化进程快速深化的社会现

状,生前预嘱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

义。 《深圳医疗条例》迈出了我国探索建立生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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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法律制度的第一步,但生前预嘱法律规范的广泛

实践仍需要公众认知的提高和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

和配套。
2. 1　 公众正确认识生前预嘱

　 　 目前公众普遍缺乏理性思考死亡的契机,且对

生前预嘱乃至安宁疗护有着不同程度的误解。 事实

上,此前曾有调查表明,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公众对

生前预嘱的接受度十分乐观,但缺乏了解和实践的

途径[6] 。 通过面向全社会的理性死亡观宣导和生

前预嘱、安宁疗护等相关概念的澄清,帮助公众正确

理解生前预嘱制度是实现生前预嘱现实意义的重要

前提。 特别需要让公众清楚地认识到,订立生前预

嘱不是放弃治疗,也不是安乐死。 对于具有救治意

义的急慢性患者,即使签署过生前预嘱也不会随意

放弃原发疾病的治疗和抢救。 从而解决因缺乏对死

亡的思考安排和对生前预嘱的错误认知而不愿订立

生前预嘱的问题。
此外,个人对其订立生前预嘱内容的正确理解

是确保该预嘱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 然而订立

一份能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具有法律效力的

生前预嘱需要同时具备与之相关的医学、法律、伦理

等知识。 因此借助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或个人提供

的咨询或指导等协助服务是订立生前预嘱过程中的

重要环节。 生前预嘱咨询指导可以帮助意图订立生

前预嘱的个人及其家庭了解生前预嘱制度、确定预

嘱的具体内容、明确订立预嘱的后果等。 既能促进

个人与家庭、医师之间的深入交流,还能保障个人医

疗自主决策权的实现[7] ,也解决了因欠缺专业知识

而不敢订立预嘱的问题。
2. 2　 生前预嘱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配套

　 　 生前预嘱制度的实践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不断

完善和配套,包括但不限于生前预嘱的订立、执行规

则和与医疗体系融合的配套规则等。
生前预嘱的生效是预嘱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

生前预嘱关涉的行为复杂且不易于控制,无论是设

置法定形式要件还是公证见证制度,都是为确保预

嘱出自订立人的真实自愿,保障预嘱的效力。 同时,
考虑到生前预嘱订立后距离生效的时间间隔较长,
期间可能存在因技术、专业术语等变化导致预嘱实

质上表意不准确而不能生效的问题,或因订立人死

亡观念变化导致的多份预嘱、否认预嘱的问题,有必

要就生前预嘱的格式文本、变更撤销和存放方式等

内容进行补充完善,以保护预嘱的效力。
2. 2. 1　 形式要件　 有关订立生前预嘱的形式要件,

《深圳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已规定生前预嘱需采

用书面或录音录像形式且经公证或见证,未经公证

的预嘱对记录内容有特殊要求。 然而,当前的制度

安排不足以保证预嘱能够生效。 预嘱订立人主体不

适格或预嘱内容表述不确定且唯一等问题都会导致

预嘱的失效。 即使公证机构会对订立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进行严格的审核,尽可能使用清晰的表达方式

还原订立人的预嘱意愿,也不排除存在因订立人特

殊身体状况而对主体资格和预嘱意愿判断有误的可

能。 而见证人对订立人法律能力和真实意图的判断

力更弱,见证人制度对预嘱效力的保障作用相较公

证制度也更低。 据此,建议对订立生前预嘱的过程

进行全程录像并与预嘱一同留存。 如此,既能如实

记录预嘱订立时订立人的状态和表述,用于佐证订

立人主体适格且预嘱内容真实准确,又能一定程度

上避免因生前预嘱引发的纠纷。
2. 2. 2　 格式文本　 针对预嘱内容的准确性和可理

解性,建议推出地区生前预嘱示范文本。 生前预嘱

的决定事项包括预嘱生效的生命状况,具体选择或

拒绝的医疗护理措施等。 对生命状态的界定和医疗

护理措施的描述都涉及到专业的医学术语。 生前预

嘱示范文本可以对相关术语进行描述和界定,帮助

订立人做出清晰准确且不存在歧义的意思表示,也
可以保证医务人员能在短时间内准确了解生前预嘱

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示范文本应当随着医学技

术、术语等变化而更新,且更新版本应同时兼顾此前

版本表述的准确性。 具体格式及内容可以参考由中

国卫生法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安宁疗

护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北京大学患者安全与医患

关系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和制定的《医学预嘱书》和

《医疗选择代理人委托授权书》示范文本专家共识

(2019 年第一版) [8] 。
2. 2. 3　 变更撤销 　 生前预嘱反映个人死亡理念,
个人对死亡的安排可能受到生活际遇和身体状况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 因此订立人有权随时根据变化的

死亡观念对已经订立的生前预嘱进行变更或撤销。
由于生前预嘱的成立不需要经过他人同意,是一种

单方法律行为,生前预嘱也可以根据当事人单方面

的意思表示发生变更或撤销。 但是,基于生前预嘱

所涉内容的特殊性,对其变更和撤销的形式要件应

有特殊规定。 一般情况下,变更涉及到对生前预嘱

内容的改变,对变更的形式要件要求应当与订立生

前预嘱一致,以确保变更后的内容能够反映订立人

的真实自愿,即经过公证的预嘱,应经公证进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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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经见证的预嘱,应经公证或见证进行变更,同时

变更过程应全程录像并与变更后的生前预嘱一同留

存。 而撤销是对生前预嘱的全面否定且不涉及新内

容。 因此出于保护个人生命的目的,生前预嘱的撤

销无需经过法定形式要件,即口头意思表示即可撤

销经公证或见证的生前预嘱。 还可以确立生前预嘱

变更提醒机制,定期提醒订立人确定其生前预嘱是

否需要变更或撤销,以解决死亡观念随时间推移发

生变化的问题。
2. 2. 4　 存放方式　 为保证在需要个人做出相应医

疗决策的时候,医疗机构能够完整、准确地获悉最

新、有效的生前预嘱,建议尽早建立全国医疗机构共

享的生前预嘱电子注册中心。 目前《深圳医疗条

例》规定,生前预嘱由患者或家属提供。 而实践中

不乏存在个人因病情无法提供预嘱或家属不知晓预

嘱存在、不愿出示预嘱等情况,耽误或阻碍医疗机构

依据生前预嘱采取符合个人意愿的医疗护理措施。
因此,生前预嘱的存放应尽可能便于获取和查阅。
即使是被订立人变更或撤销的生前预嘱也应当有被

医疗机构获取的途径。 将个人订立的生前预嘱存放

在全国医疗机构共享的生前预嘱电子注册中心,无
论患者在何处就诊,医疗机构都能快速获得患者最

新版本的生前预嘱。
另外,《深圳医疗条例》中仅表示医疗机构在患

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实施医疗措施时应

尊重生前预嘱中的意思表示,至于“不可治愈的伤

病末期或者临终阶段”的确定和生前预嘱的最终执

行程度都需要由医疗机构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医学判

断[9] 。 为确保医学判断的客观准确,医学判断的主

体、原则、审查方式、程序和生前预嘱的实际执行主

体、程序等内容均需要进行妥善的设计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生前预嘱规则的完善和配

套应尽可能严谨且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 生前预嘱

规则的根本目的是尊重个人自然死亡的权利。 如果

缺乏严谨、可操作的制度安排,生前预嘱的目的将难

以实现。 规则制定不够严谨会导致生前预嘱制度的

滥用,严重侵犯到个人的生命安全;规则制定足够严

谨却缺乏可操作性可能会导致生前预嘱制度被束之

高阁,个人的临终医疗决策权仍由家属行使。

3　 我国安宁疗护立法展望

　 　 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塑造了人类的“拒死死亡

观”和日益医学化的死亡方式,也引发了医患间对

死亡控制权的争夺[10] 。 安宁疗护是维护医学保护

生命和个人自我决定间平衡的重要方式。 随着我国

自 2017 年开始的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推进,临
终医疗领域取得显著变革成效,实践中亟需法律解

决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安宁疗护立法呼声日渐高涨。
《深圳医疗条例》对生前预嘱的规定是我国安宁疗

护立法的首次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此

后,政府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应顺势推出安宁疗护实

施办法,细化程序规则。 将生前预嘱的签署和公证

见证与患者准入标准、临床评估、临床宣教等一同纳

入安宁疗护准入程序。 具体格式和内容可以参考由

中国卫生法学会、全国高等院校医事(卫生)法学教

育联盟、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安宁疗护分会、
中国医师协会-北京大学患者安全与医患关系研究

中心等单位共同发起和制定的《未成年人安宁疗护

程序规范建议》 [11] 。
 

欣喜于安宁疗护立法新进展的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安宁疗护法律体系构建的任重道远。 鉴于目前

相关法律、医学、社会伦理学界的争议,社会认识的

差距等困难,安宁疗护立法不可一蹴而就[12] 。
生前预嘱将临终医疗决策权利行使节点提前,

以解决临终前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或有瑕疵而无法行

使权利的问题。 然而鉴于生前预嘱的内容无法因应

所有病情的发展,临床实践中仍需要代理人完成相

应书面指令, 对生前预嘱未竟事项做出医疗决

定[13] 。 因此个人可以预先指定信任的个人或组织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其医疗决策权,即医疗代理人制

度。 医疗代理人制度和生前预嘱制度构成的预先指

示制度[14] ,延伸了个人自我决定的能力,维护了个

人的医疗自主权,也解决了安宁疗护实践中争议最

小的患者自决问题。 以预先指示制度为突破口推动

安宁疗护立法进程不仅为部分人群带来了善终的可

能,也能起到转变社会认知的重要作用,为安宁疗护

立法培育适合的土壤。
然而,预先指示制度得以发挥效果的前提是当

事人具备或曾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对于自始

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行使临终医疗决策

权的个人,则需要借助其他个人或机构的决策实现

善终。 他人代为决策的主体、范围、原则、程序等内

容在各界中仍存在较大分歧,一时难以形成相关法

律规则。
总之,生前预嘱法律规范促进了患者少受苦、

家属少负担、医院少纠纷、国家少浪费等多赢局面的

营造,也拉开了安宁疗护立法进程的序幕,是实现全

面依法治国在安宁疗护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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